
《《荷马史诗荷马史诗》：》：
以人民为中心讲好人民故事以人民为中心讲好人民故事

□□ 翟迈云翟迈云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并以现存最早的希腊文学作品

《荷马史诗》 为例，肯定了 《荷马史诗》 对

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的

赞颂，以此说明“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

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

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伊利亚特》 与 《奥德赛》 两部英雄史

诗相传由古希腊的荷马所作，因而被统称为

《荷马史诗》。一般认为，这部史诗的来源

是，公元前 12 世纪希腊城邦雅典与小亚细

亚的特洛伊爆发战争，战后歌颂战争英雄的

短歌在民间广为流传，经过数百年民间演唱

艺人的口耳相传与加工润色，英雄诗篇与神

话传说相交织，诗篇内容也得以不断丰富，

约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纪之间，荷马对大量素

材进行再加工与创作，最终著成这部演唱本

史诗作品。《伊利亚特》 主要讲述了特洛伊

战争第 10 年的最后 51 天希腊人如何攻陷特

洛伊城的故事，以阿喀琉斯之怒为主题，叙

述了他愤怒的起因、后果，以及愤怒的最终

消解。《奥德赛》 则描绘了特洛伊城被攻陷

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历经磨难的故事。

《荷马史诗》 塑造了众多英雄人物形象，因

而也被称为“英雄史诗”。

《荷马史诗》 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古希腊时期，《荷马史诗》 被各城邦视为智

慧的宝库，成为学校教育的基础。柏拉图曾

提到，当时的希腊人民认为“荷马教育了希

腊”。自文艺复兴开始，希腊神话对欧洲文

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荷马史诗》 影响了

欧洲文艺创作，但丁、歌德等多位著名作家

都从这部英雄史诗中汲取养分。马克思与恩

格斯也肯定了《荷马史诗》的重要价值。正

如恩格斯所说：“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

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

亚特》中可以看到。”《荷马史诗》是展现古

希腊人民生活的巨幅“画卷”，真实呈现了

当时希腊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乃至家庭

生活，忠实反映了希腊人民的精神与品格，

为古希腊研究提供重要素材。《荷马史诗》

还是史诗等文艺作品的重要“典范”，马克

思将《伊利亚特》称为“一切时代最宏伟的

英雄史诗”，并肯定《荷马史诗》“仍然能够

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

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习近平总书记

也肯定了《荷马史诗》对希腊人民宝贵品质

的讴歌，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

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

情、为人民抒怀”。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以人

民为中心。

书写人民，文艺作品要讲人民故事。只

有真实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才能经受住历

史的检验，成为流传后世的佳作。《荷马史

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希腊人民生活的百

科全书式描绘。在《伊利亚特》中，除开对

特洛伊战争的讲述，还有大量对当时人民社

会活动、宗教生活、贸易交往以及劳动生产

的书写。其中一段对铁匠为阿喀琉斯锻造甲

胄的描绘，充分体现出人民劳动的喜悦。正

如《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

集，之所以能持续影响后世文学与社会，就

在于书中对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

人民生产生活的全方位记录。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跳出‘身边的小

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

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

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也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作

品不能脱离人民生活，成为作者想象中的空

中楼阁。文艺工作者应深入人民生活，尤其

是基层人民生活，以人民群众为原型，塑造

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歌颂人民，文艺作品要讲好人民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文艺工作者：“通过

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

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

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

生活。”文艺作品应以对人民群众的赞颂为

主旨，《荷马史诗》 就着笔于对人民勇敢、

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的赞美。当前文艺

工作者不能仅仅关注生活中的困难与苦涩，

而应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重点讲述生

逢伟大时代的人民群众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中积极进取、勇敢奋斗。要讲饱含

国家情怀的人民故事，赞颂人民群众如何投

身国家建设；要讲饱含社会观照的人民故

事，赞颂人民如何努力解决社会生活的现实

问题；要讲饱含个人感情的人民故事，赞颂

人民如何以坚韧品格为追求个人美好生活而

“大有作为”。

启迪人民，文艺作品要讲好英雄故事。

作为一部英雄史诗，《荷马史诗》 塑造了众

多英雄人物形象。如英勇善战、重情重义的

阿喀琉斯，刚强勇敢、勇于承担的赫尔托

尔，以及智勇双全、沉着理性的奥德修斯。

这些英雄人物的品格逐渐融入至希腊乃至整

个欧洲人民的精神谱系中，成为西方价值观

的重要源头, 至今仍散发不朽魅力。在中国

众多文艺佳作中，也有着对英雄人物的赞

颂。《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等

作品中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品格与精神鼓舞了

人民，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 《格萨尔》

《江格尔》《玛纳斯》中的英雄人物也型塑了

人民的价值观。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 往

往成为人民的道德榜样和精神楷模。因而文

艺工作者要在文艺作品中讴歌英雄，为人民

提供行为标杆，同时也不能将英雄与人民相

剥离，要着重讴歌人民中的英雄与历史中有

饱满血肉的英雄。做到平凡人英雄化，挖掘

普通人民的英雄事迹；英雄人物平凡化，描

绘英雄人物始终不脱离历史时代与人民群众

的宝贵品质。

团结人民，文艺作品要为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正如《荷马史诗》是认识希腊乃至整

个西方历史文明的“窗户”，好的文艺作品

往往能够成为拉近世界人民心与心距离的重

要纽带。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广

大文艺工作者提出 5 点希望，其中之一就是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用文艺讲好

中国故事，要始终铭记，以全世界人民为讲

述对象，以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为讲述内

容。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不能脱离人民视角，

要讲述反映中国人民真实、美好生活的故

事；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没有筛选，要讲

述反映中国人民英雄高贵品格的故事；对外

讲好中国故事更不能“以我为主”，要讲述

对世界各国人民有鼓舞与启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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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与南北融合
□□ 范依畴范依畴

中国自西晋末年以来，历次“衣冠南

渡”，为南方地区输送了大量的人口，与之同

去的还有中原的文明与众多先进的生产技术，

极大地开发了江淮以及更南区域。至南宋时，

南方经济超越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经

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北的交流，使得整个南

方地区与中原文明文化实现融合与同构，并推

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中华版图的

形成。

为什么会“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一词出自唐代史学家刘知己

的《史通》：“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

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

梓。”“衣冠”本指衣服帽子等用以遮体之物，

古代“士”以上阶层的人能戴冠，因此衣冠就

特指“士”以上阶层的服饰。魏晋时期，朝廷

官员以及文人雅士多以“峨冠博带”（高帽阔

衣） 为装束，以突显自己的学识与地位。因

此，“衣冠”一词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用

以代称中原政权和中原文明。所以衣冠南渡就

指中原政权或中原文明的大规模南迁，这样的

迁徙，多发生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或国家政权

动乱之际。

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衣冠南渡”。第一

次发生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得中原实力消

耗殆尽，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并对中原展开

了攻势。永嘉五年，爆发“永嘉之乱”，五年

后，西晋王朝灭亡，形成了“晋家天子作降

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的局面，上至皇室贵

族，下至黎民百姓纷纷被迫向南迁徙。第二次

发生在唐中晚期，自开元年间设立的兵镇制度

使得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对中央产生了威

胁，最终导致“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陷入战乱。相较于北方，江南因未

受战火波及，社会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民为

了躲避战乱相继南迁。第三次发生在北宋末

年，金军灭北宋，大量北方人民陆续向南

迁徙。

可见，“衣冠南渡”多发生于国家战乱或

政权动荡之际，尤其是政权中心在北方的时

期。然而，战乱或动乱只是北人南迁的导火

索，南方相较于北方有着更加适宜人们生产生

活的客观条件。早在上古时期，大禹作为治理

水患的领导者，划分了华夏族基本的生活范围

——九州，并在此之上建立第一个奴隶制王

朝。而九州作为古代行政疆域也流传至今，大

抵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地区。至秦

始皇统一全国，南取百越之地，疆域才扩展至

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当时的江南之地，虽然

气候上并不太适宜人们居住，生产技术也相对

落后，但物产相比北方更加丰盈，可耕种的土

地也更加辽阔。南方虽偶有流民暴动、统治集

团的内讧，但战乱都是短暂且局部的，相较政

治中心的北方而言更加安定。此外，随着时间

的发展，南方的气候开始转变更适宜人类居

住。加之南方自秦汉以来已有一定程度的开

发，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自西晋起，

但凡遇上国家战乱或动乱，举国上下，上至公

卿，下至黎庶，就纷纷选择南迁。

“衣冠南渡”对南方的影响

历史上几次“衣冠南渡”，使南方人口大

大增加，伴随着人口的南迁，也为南方带来了

更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

在人口上，北方人民大批南下，壮大了南

方汉民族队伍。东晋初期人口约 1050万，末期

则有 1600 万至 1700 万之多。到南朝宋时期北

方移民及其后裔总数达到了官方户口登记数的

一倍以上。唐“安史之乱”期间迁往江淮、江

南的人则更多，其中前往吴县 （现苏州） 的民

众“寓于兹土，叁编户之一”，前往荆襄及其更

南地区定居的民众“十倍其初”。靖康之难后，

北人又一次南迁，所迁地域分布甚广，江南、

江西、福建等地都是北方移民的主要分布区。

在农业上，北人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劳动

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复合式传播。北方

南下移民在参与农业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带来

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成为了水稻插秧与

稻麦复种两项技术的携带者与推广者，这两项

技术结束了江南地区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使

江南实现了精耕细作，深耕熟耘，极大地提高

了农业生产力。南方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有效

地增加了社会财富。

在商业和经济上，南迁使得大量北方手工

业者涌入南方广大地区，带动了南方商业发

展，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南方的经济水平

自晋始到唐宋逐渐超越北方。南宋初年，因长

期战乱，朝廷调整了商业政策，增加商税，加

强禁榷，发行纸币。加之开放海禁，发展造船

与航海技术，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出现了“国

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局面。正如钱穆所说，

南宋的疆域，相比全宋时仅占其半，但其国用

赋入，却超过全宋之最高额。

在文化上，“衣冠南渡”提升了南方的文

化水平，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永

嘉南渡中作为学术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士人，

其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经济实力远高于当时

南方的平均水平，其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也在

客观上得以传播到江淮以及更南的地区。中原

士族强大的文化感染力以及其合乎礼仪的举止

言行也为江南民众所效慕，在一定程度提升了

南方原住民的知识水平与文化修养。这使得永

嘉之乱后断裂于中原的魏晋文化传统在异地蓬

勃而起，一个以建康为重心的汉文化中心，以

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姿态在江南地区重新

崛起。

在政治上，政权的历次南迁为南方带去了

先进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永嘉南迁，自东晋到

南朝，基本上沿用北方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尽

管南朝朝代更迭频繁，但其嫡传华夏之正朔，

延续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长达数百年之久。南

渡后的南宋依然承继北宋的政治与法律制度，

在吸取唐亡教训之上，实行“强干弱枝”的政

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

等方面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为维护国家内部统

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

环境。

“衣冠南渡”促成南北融合

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衣冠南渡”，对中

华民族影响巨大。吕思勉曾评价：“斯时代之

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见之渐见融和”，“亦我民

族合同而化之一重要关键也”。永嘉南渡侨民

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极大地

开发了江南以及更南的区域。在此之后，每逢

中原战乱或动乱之时，便是北方民众南迁

之日。

在东晋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以北方的黄

河流域为核心，长江流域则并没有什么发展，

三国时期虽有东吴驻守，但此时的长江流域在

人口、技术、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没有突破

性的改观。西晋末年的第一次“衣冠南渡”改

变了这一现状，晋王室从黄河流域的洛阳东迁

到了长江流域的建康，并建立东晋。当时北方

的世家大族、官僚权贵、工艺匠人、市民百姓

也纷纷南下江南，投奔东晋。长江流域的人口

成倍增加，文化层次大大提高，先进的农业技

术与手工业技术传入，大量闲置土地得到开

发，商业空前繁荣。当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经济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

域。经过东晋百年经营，到南北朝时期，长江

流域的经济已经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成为了支

撑中国经济的核心。隋朝京杭大运河通航后，

连接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使得南北两大经

济中心发生了交融和互动，共同促进了国家经

济的长足发展。此后，经历代南迁人民的经

营，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成为

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经过元代的融合与发

展，到明清时期，江南已达到鼎盛、成熟状

态。从秦汉至南宋，江南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

化交流，主要为中原影响江南；而到了明清时

期，情况却有了反转，成为了江南影响中原，

南北的融合与互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

统一。

作为四大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之所以在

其他文明皆消散于历史的滚滚洪流中独自存留

于世，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文化之所

以绵延不绝、一脉相承，这与我们中华民族包

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性是分不开的。中原文

明在汉末魏晋之后不断南迁，在江淮以南扎

根，并开枝散叶，实现了南北文明的同构与融

合。这都对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构建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中华版图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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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高度肯定和推崇“义”，但司马迁却并不

像先秦儒家那样对“利”讳莫如深。恰恰相

反，他在 《货殖列传》 和 《平准书》 中大谈

“利”与“富”的价值，大有以“利”为重、以

“富”为荣之势，体现出他在义利观上的独特

贡献。

首先，司马迁认为“利”是人民基本的生

活要求，并肯定求利、谋富是人的天性和自然

之理，是人“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货殖列

传》 开篇，司马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心目

中排斥仁义、摈弃富贵的小国寡民社会是不切

实际的。接着又指出自有史记载以来，人就有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希望

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生存状态更好一点，

所以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贪图安逸是人共同

的欲求，这既符合人性也符合自然。司马迁分

析了各个阶层、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男男女

女所从事的所有活动的根本动机，认为他们无

一不在追求财富和利益。因此，他描绘了一幅

生动形象、奔放深刻的众生求利图：“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些

“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贤人，“守性死

节，隐居岩穴”的隐士，“攻城先登，临阵却

敌”的士卒，“攻剽椎埋，劫人作奸”的闾巷少

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的侠士，“不择

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

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

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

工之人，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和利益。千

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家乃至普通百姓莫

不如此。

其次，司马迁认为“利”不仅具有社会价

值，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

地位，还具有道德价值，是倡导和实践仁义道

德的基础。人求利的欲求和天性，如无形的手

一般，驱使众人各任其能、各竭其力，进而推

动农工商虞的发展，使得国家强盛、百姓富

庶，最终达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效

果。因此，对于这种欲求，要善者因之，其次

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

之争。关于财富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司马迁曾

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

之，千则役，万则仆”，这是说人们对于财富比

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往往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

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

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敏锐地洞察到了社

会关系背后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有着千金、

万金收入的庶民，虽然并无官职，但其吃穿用

度等物质层面的享乐堪比封君甚至王者，这即

是所谓的“素封”。此外，司马迁在继承管子思

想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人富而礼义附”的著名观点，从道德产生的根

源和前提上为富正名，强调利以生义。他说范

蠡便是“富好行其德”的典范，他曾三次获得

千金之财，两次分于贫贱之交与同姓无房兄

弟。经商致富的子贡，在获得了“国君无不分

庭与之抗礼”的待遇后才进一步促使孔子之

名、孔子之学的布扬天下。在 《平准书》 中，

司马迁又以文景之治为证，在极力渲染汉兴七

十年的盛况之后强调指出，“故人人自爱而重犯

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对于普通人来讲，

人只有富裕起来，才会懂得礼义，才有余力去

倡导、推行和实践仁义，实现精神境界的升华。

再次，司马迁认为对“利”的追求必须受

到“义”的限制，否则“利”就会变成“害”，

成为社会的祸乱之源。他说，“布衣匹夫之人，

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只

要不危害政治、伤害百姓，就应该因民所欲，

鼓励人们在与生俱来的求利、求富欲望下谋取

财富。“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即是司马迁为求

“利”活动所设定的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司

马迁提出著名的“三富论”，将致富途径分为高

低不同的三个层面，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

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从事农业及畜牧业的

生产致富，是最为推崇的。末富是指从事商

业、运输、服务业等行业致富，是第二等的。

通过作奸犯科等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奸富是最下

等、最不道德的方式。为了倡导人们以正当的

方式致富，即“以义取利”，司马迁历数了当时

各地贤人致富的不同道路，以供后人参考。他

们有靠冶铁致富的，如蜀地赵氏和程郑；有贩

卖粮食致富的，如宣曲任氏；等等。这些人所

在行业不同，求富方式各异，但却都依靠自己

出奇制胜的绝技妙招以合乎道义的方式而发家

致富。

与传统儒家重义轻利不同，司马迁在尚

“义”、先义后利的同时，还立足于社会发展和

现实人生，扬弃其中的迂远空疏之处而成一家

之言，特别强调了“利”的重要性，顺应人们

的求利欲望，鼓励人们以正当的方式求利，显

得更为客观、率真和务实，从而建构起其颇具

远见的义利理论，对人们如何正确看待义利的

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